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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之后: 国际制度竞争的

演进逻辑*

宋亦明 李 冰

【内容提要】 国际制度间竞争并非稳定的常态结构而很可能只是暂时性现象，作

者尝试探讨了国际制度间竞争的演进逻辑。由于国际制度间竞争无助于提升国际制度

的有效性，国际官僚和主权国家政府往往无意持续推动国际制度间竞争。通过国际制度

间竞争演进方向的类型化分析框架对气候变化、能源治理和发展融资领域内的国际制度

间竞争进行检视后发现，议题领域特性和大国的制度策略偏好决定了国际制度的竞争类

型。特定议题领域内的主要国际制度竞争类型能塑造本领域后续的国际制度间竞争的

演进方向。当相关议题领域先前的国际制度竞争主要表现为特定国际制度的制度内竞

争时，该领域内的国际制度间关系将朝着等级化的方向演进; 当相关议题领域先前的国

际制度竞争主要表现为国际制度间竞争时，该领域内的国际制度间关系将朝着功能分化

的方向演进;当议题领域先前的国际制度间竞争出现明显的国际制度间竞争和国际制度

内竞争时，该领域内的国际制度间关系将朝着等级化且功能分化的方向演进。作者从动

态演进的视角重新审视了国际制度间竞争，阐释了制度间竞争的暂时性特征及其演进逻

辑，进而将该领域的研究议程拓展至“竞争之后”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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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作为大国战略竞争与国际制度互动的主要形式，国际制度间竞争虽然具有普遍

性，但也存在不稳定性。① 一方面，同一议题领域内曾经相互激烈竞争的国际制度实

现了不同程度的分工合作，出现了国际制度退出竞争的情况。例如，在能源治理领域，

国际能源署( IEA) 与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和国际可再生能源署( IＲENA) 的关系分

别由竞争关系转变为合作的关系，各有侧重地参与了全球能源治理。另一方面，大量

的国际制度虽然在同一议题领域内未能实现分工，但竞争关系逐渐演变为非正式等级

关系。② 例如，联合国框架下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UNFCCC) 与联合国政府

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 从大量相互交叠且彼此竞争的国际制度中脱颖而出，

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领导性制度。③ 这些情况表明，国际制度间竞争很可能不是永续

存在的稳定结构，而只是暂时性的经验现象。

学理层面对制度复杂性研究的反思也促进了国际制度间竞争研究在议程方面

的拓展。虽然既有研究对制度的复杂性特征、成因和影响等方面的讨论已经取得

了较大进展，但较少有从事国际政治和国际法研究的学者在其学科范畴内对制度

复合体的变迁与国际制度间竞争的演进关系进行系统探讨。对此，让－弗雷德里

克·莫兰( Jean－Frédéric Morin) 等在全面反思制度复杂性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制

度复合体的生命周期理论和制度复合体的动力学框架。④ 泰勒·普拉特( Ty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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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本文的核心概念定义如下: 国际制度是指规定行为体角色、约束有关活动并塑造预期的一整套持久并相
互联系的正式或非正式规则，具体包括国际组织、国际机制和国际惯例。国际制度竞争分为国际制度内竞争和国
际制度间竞争，前者是指国际制度的成员方在该制度的框架下围绕议程设定、规范倡导、主导权及其他具体安排
的竞争，后者是指同一议题领域内多个国际制度围绕上述主题而开展的竞争。制度复杂性是指不按照等级排列
的、嵌套的、部分重叠的和平行的国际制度存在的特性。关于国际制度、国际制度竞争和制度复杂性的定义，分别
参见 Ｒobert O． Keohane，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Essays on International Ｒelations Theory，Boul-
der: Westview Press，1989，pp．3－4; Julia C． Morse and Ｒobert O． Keohane，“Contested Multilateralism，”Ｒ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9，No．4，2014，p．389; Kal Ｒaustiala and David G． Victor，“The Ｒegime Complex
for Plant Genetic Ｒesourc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8，No．2，2004，p．277。

Tyler Pratt，“Deference and Hierarchy in International Ｒegime Complex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72，No．3，2018，pp．561－590．

Kenneth W． Abbott and Benjamin Faude，“Hybrid Institutional Complexes in Global Governance，” The
Ｒ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Vol．17，No．2，2022，p．283．

Jean－Frédéric Morin and Amandine Orsini，“Ｒegime Complexes and Policy Coherency: Introducing A Co-
adjustments Model，”Global Governance，Vol．19，No．1，2013，pp．41－51; Thomas Gehring and Benjamin Faude，
“The Dynamics of Ｒegime Complexes: Microfoundations and Systemic Effects，”Global Governance，Vol．19，No．1，
2013，pp．119－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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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tt) 等也提出了制度复合体可能存在不稳定的情况并会沿着特定方向演进的猜

想。① 梅特·埃尔斯特鲁普－圣乔瓦尼( Mette Eilstrup－Sangiovanni) 等对制度复杂性

进行了反思，认为相关研究不应拘泥于制度复杂性的特征，而应更加关注其变化和

差异。② 上述研究力求避免仅对制度复杂性做静态的描述，将制度复合体动态变迁

这一议题从研究议程的边缘推至中心。围绕制度复杂性的反思体现了学界对国际

制度间竞争演进议题进行学理性探讨的重视。

国际制度间竞争在经验层面展现出的暂时性特点以及在学理层面对制度复杂性

进行的反思均表明，国际制度间竞争并不是稳定的常态结构，而会向其他更稳定的结

构演进。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演进的过程并不一致，反而可能会呈现出演进方向的多

样性。由此，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是: 在历经国际制度间竞争之后，为什么不同议题领

域内的国际制度间关系会朝着等级化或功能分化等不同方向演进?

二 文献综述

长期以来，关于国际制度竞争和制度复杂性的研究很少关注国际制度间竞争的后

续演进，鲜有学者对此提供过程性描述与历时性分析。③ 就国际制度竞争研究而言，

这类研究旨在分析国际制度内和国际制度之间的竞争关系及其对主权国家、地区和世

界秩序的影响，并不在于发掘并阐释国际制度间竞争关系的变化过程。当前，国际制

度竞争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相互关联的具体领域: 一是特定议题领域内制度间竞争或

制度内竞争的历史、现状和特点。④ 二是守成大国或新兴大国在改革、转变、创建和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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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ler Pratt and C． Ｒandall Henning，“Hierarchy and Differentiation in International Ｒegime Complexe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Comparative Ｒesearch，”https: / /www．peio．me /wp－content /uploads /2020 /01 /PEIO13_pa-
per_66．pdf，访问时间: 2023年 6月 4日。

Mette Eilstrup－Sangiovanni and Oliver Westerwinter，“The Global Governance Complexity Cube: Varieties of
Institutional Complexity in Global Governance，”Ｒ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Vol．17，No．2，2022，p．234．
同一经验现象往往被多个概念所描述。除“国际制度竞争”外，还有多项研究在各自的学术语境下对国

际制度间的竞争关系进行了刻画。例如，托马斯·格林和本杰明·福德指出“国际制度之间的竞争是制度复合体
的系统性特征”，这表明国际制度竞争与制度复杂性概念刻画了相同的现象，参见 Thomas Gehring and Benjamin
Faude，“The Dynamics of Ｒegime Complexes: Microfoundations and Systemic Effects，”p．120。
参见黄琪轩:《国际货币制度竞争的权力基础———二战后改革国际货币制度努力的成败》，载《上海交通

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年第 4期，第 5—13页; 李巍:《制度之战: 战略竞争时代的中美关系》，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87—132 页; Kai He and Huiyun Feng，“Leadership Transition and Global Govern-
ance: Ｒole Conception，Institutional Balancing，and the AIIB，”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Vol．12，
No．2，2019，pp．153－178。



出等方面的制度战略选择及其背后的利益考量。① 三是国际制度竞争对地区格局的

塑造以及对国际秩序的影响。② 然而，当前国际制度竞争的研究囿于描述具体国际制

度竞争的现状、特征和影响，较少关注多个议题领域出现的国际制度竞争退出等经验

现象，对此也缺乏学理性的回应和解释。

就制度复杂性研究而言，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三方面: 一是描述国际制度间竞争

关系的基本特征，刻画其散乱交叠、缺乏协调和缺少秩序的图景; ③二是阐释制度复杂

性的生成根源，并将其归因于由不满、模仿和降低交易成本等驱动的建制努力因素; ④

三是分析制度复杂性对国际合作的正面或负面影响以及产生不同影响的条件。⑤ 就

既有研究来说，大多数制度复杂性研究往往都侧重于对国际制度间竞争关系的静态观

察和状态分析，较少关注制度间关系从竞争转向合作或其他状态的过程，也较少关注

制度竞争演进的推动者。⑥

此外，还有一些研究围绕互竞的多边主义、制度碎片化、制度拥塞、制度密度、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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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琳:《“退出外交”与全球治理秩序———一种制度现实主义的分析》，载《国际政治科学》，2019 年第 1
期，第 84—115页; 陈拯:《改制与建制之间: 国际制度竞争的策略选择》，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 4期，第
81—109页; 朱杰进:《崛起国改革国际制度的路径选择》，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 6期，第 75—105页; 王
明国:《从制度竞争到制度脱钩———中美国际制度互动的演进逻辑》，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 年第 10 期，第
72—101页。

陈兆源:《法律化、制度竞争与亚太经济一体化的路径选择》，载《东南亚研究》，2017年第 5期，第 64—76
页; 朱杰进:《国际制度设计视角下的澜湄合作》，载《外交评论》，2020 年第 3 期，第 45—68 页; 李巍、罗仪馥: 《从
规则到秩序———国际制度竞争的逻辑》，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 4期，第 52—57 页; 张发林: 《现实制度
主义: 一种国际关系理论的合成》，载《国际政治研究》，2022年第 4期，第 90—94页。

Kal Ｒaustiala and David G． Victor，“The Ｒegime Complex for Plant Genetic Ｒesource，” pp．277－309;
Kenneth W． Abbott，“The Transnational Ｒegime Complex for Climate Change，”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C: Gov-
ernment and Policy，Vol．30，No．4，2012，pp．571－590．

Ｒobert O． Keohane and David G． Victor，“The Ｒegime Complex for Climate Change，”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Vol．9，No．1，2011，pp．8－14; Jean－Frédéric Morin and Amandine Orsini，“Policy Coherency and Ｒegime
Complexes: The Case of Genetic Ｒesources，”Ｒ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40，No．2，2014，pp．303－324．

Daniel W． Drezner，“The Power and Peril of International Ｒegime Complexity，”Perspective on Politics，
Vol．7，No．1，2009，pp．65－70; Bruno Frey，“Outside and Inside Competition fo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From
Analysis to Innovations，”The Ｒ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Vol．3，No．4，2008，pp．335－350; Sebastian
Oberthür and Olav Schram Stokke，eds．，Managing Institutional Complexity: Ｒegime Interplay and Global Environ-
mental Change，Cambridge: MIT Press，2011; 王明国: 《国际制度复杂性与东亚一体化进程》，载《当代亚太》，
2013年第 1期，第 4—32页; 任琳、张尊月:《亚太地区的制度复杂性分析》，载《东北亚学刊》，2022 年第 6 期，第
16—30页。

俞晗之:《全球治理机制复合体的演变: 人类基因信息议题探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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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散和制度交叠等概念来刻画国际制度间的竞争关系。① 这些研究在不同的学术语

境下对国际制度间竞争关系进行了探讨，总体上丰富了该研究领域的学术谱系。通过

梳理国际制度间竞争关系的相关文献，可以发现既有研究的分析视角具有三个明显特

征: 一是将国际制度间相互竞争的现状作为关注的焦点，重视发掘和描述多个国际制

度是如何发挥近似的功能以争夺潜在的成员方和争取更多拨款来替代对方所倡导的

规范; 二是即便关注到国际制度间关系的动态演进，但仍将国际制度的竞争关系作为

观察视域的边界; 三是将已经形成的国际制度间竞争关系视作永续且稳定的状态，却

忽视了竞争关系的暂时性和可变动性。

尽管既有研究取得了一些突破，但尚不足以回答国际制度间关系为何会朝着不同

方向演进的问题。在经验层面，既有研究只关注了国际制度间竞争的生成条件和类型

差异以及这些因素对大国关系、地区局势和世界秩序的影响，较少关注曾激烈竞争的

国际制度为何会转向分工合作或形成非正式等级关系的经验现象，因而存在研究盲

点。② 在学理层面，与既有分析视角相对应的隐性研究则假定国际制度间竞争关系是

永续存在的稳定状态，这严重影响了从学理层面探讨国际制度间竞合关系变迁的研究

路径。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探讨制度变化与演进的相关研究成果已经相当丰富，但立

足于国际制度间竞争的相关研究仍然较少。③ 无论是就国内制度研究还是对国际制

度研究而言，基于制度变迁的研究与考察始终占据着重要位置。对于制度变迁的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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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相关讨论参见 Julia C． Morse and Ｒobert O． Keohane，“Contested Multilateralism，”Ｒeview of Internation-
al Organization，Vol．9，No．4，2014，pp．385－412; Frank Biermann，et al．，“The Fragmentation of Global Govern-
ance Architecture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Vol．9，No．4，2009，pp．14－40;
Geoffrey Palmer，“New Ways to Mak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Law，”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86，No．2，1992，pp．259－283; Kenneth W． Abbott，et al．，“Organizational Ecology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Global Governance，”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70，No．2，2016，pp．247－277; Kal Ｒaustiala，“Institution-
al Prolifer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Order，” in Jeffrey L． Dunoff and Mark A． Pollack，eds．，Interdiscipli-
nary Perspectives on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Ｒelations: The State of the Art，Cambridge: Cambridge Uni-
versity Press，2012，pp．293－320; Johannes Urpelainen and Thijs van de Graaf，“Your Place or Mine? Institution-
al Capture and the Creation of Overlapping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45，
No．4，2015，pp．799－827。需要说明的是，尽管“contested multilateralism”一词长期被译为“竞争性多边主义”，但
笔者认为更准确的译法应该为“互竞的多边主义”。

Mette Eilstrup－Sangiovanni and Oliver Westerwinter，“The Global Governance Complexity Cube: Varieties of
Institutional Complexity in Global Governance，”pp．244－246．
需要注意的是，奥兰·扬等对国际制度互动的探讨多为动态分析，但国际制度间互动研究与国际制度间

竞争研究仍存在明显差异，这两类文献不应被混淆和简单等同。参见孔凡伟:《制度互动研究: 国际制度研究的新
领域》，载《国际观察》，2009年第 3 期，第 44—50 页; 王明国: 《国际制度互动与制度有效性研究》，载《国际论
坛》，2014年第 1期，第 52—57页。



形式、内在动能、具体过程和前因后果的讨论均有赖于动态分析视角。① 例如，奥兰·

扬( Oran Ｒ． Young) 注意到国际制度兴衰具有生命周期的规律，唐世平则从稳定与

变化、渐变与巨变两个维度讨论了制度变迁的动力学解释机制。② 可以说，出于回应

制度变迁现象的需要，围绕其展开的各项研究无不基于动态视角对其进行分析和

阐释。

遗憾的是，传统的国际制度变迁研究与新近的国际制度间竞争研究属于不同的分

支，两者并未进行充分的学术对话，因此对国际制度间竞争的研究很少能自发地承袭

或借鉴传统的国际制度变迁研究所采取的动态分析视角。与此同时，近年来已有学者

意识到这一问题并试图跳出国际制度间竞争研究议程的藩篱，开始研究国际制度间竞

争的动态演进这一议题。

第一，对制度复杂性的批判性探讨拉开了国际制度间竞争演进研究的序幕，其研

究内容初步触及了制度间关系从竞争到合作的转变逻辑这一议题。在对制度复杂性

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学界对制度复合体“并非静态的而是一个不断演进的系统”的观

点逐渐达成共识。③ 例如，莫兰与阿芒迪娜·奥尔西尼( Amandine Orsini) 等认为同一

议题领域内的多个国际制度将分别历经原子化、相互竞争、专业分工和整合统一四个

阶段而完成一个“生命周期”，因此由相互竞争的国际制度所组成的制度复合体更可

能走向整合而非瓦解。④ 托马斯·格林( Thomas Gehring) 和本杰明·福德( Benjamin

Faude) 提出的制度复合体动力学框架认为，制度复合体内部的国际制度间竞争关系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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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一定会转向合作关系。① 有学者把对“间断均衡( punctuated equilibrium) ”的讨论

嫁接到制度复合体的分析中，呈现了多个能源制度的兴衰及能源制度复合体的发

展过程。② 这些讨论均具有同样的指向: 国际制度间竞争并不是常态，竞争也可能转

向制度间的合作和分工。

第二，对国际制度特征的研究从不同侧面揭示了这些特征有助于国际制度间关

系从竞争转向分工与合作。虽然国际制度数量的增加和职能的扩展会不可避免地

导致国际制度间出现“地盘战( turf war) ”等问题，但那些能够提供大量专业知识的

国际制度很容易成为其他国际制度寻求合作的对象。此外，如果该项国际制度的声

望较高且能获得雄厚的财力支持，那么该国际制度也能得到其他国际制度的青睐与

跟随。③ 既有研究表明，在知识、财力和声望上的差异可以让国际制度从彼此竞争转向

相互合作的关系。以“减少发展中国家破坏森林和森林退化造成的排放( ＲEDD+) ”为

代表的“纽带组织( bridge organizations) ”虽然未采取实际行动缓和与环境议题相关

的地缘政治冲突，但该组织为各行为体提供了一个对话和交流的平台，在遏制国际

制度碎片化并为国际制度从竞争转为合作等方面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④ 同样，

长期被忽视的“边界组织( boundary organizations) ”通过提供可信性高、合法性强和有

影响力的专业知识减缓了国际制度间竞争。这意味着基于知识和专业能力的单个国

际制度也能影响国际制度间竞争的演进。⑤

第三，明确了国际制度间竞争演进的可能方向。福德等认为，特定国家将国际制

度间竞争作为一种战略工具，通过降低合作收益或明示制度演进的不确定性等方式表

达它们对现行国际合作僵局与全球治理机制不满的信号。这种信号塑造了国际合作

与全球治理谈判的外在战略环境，推动现行制度的拥护者与挑战者共同寻求新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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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促进不同国际制度进入互适与调整的进程并实现彼此间的功能互补。① 还有学

者从主权国家的角度解释了国际制度在面对不同议题领域内的合作与分歧时采取差

异化政策选择的内在逻辑。他们认为，当议题领域存在正外溢效应时，国际制度会呈

现出整合化的演进趋势; 当议题领域存在负外溢效应时，国际制度会呈现出分散化的

演进趋势。② 普拉特与兰德尔·亨宁( C． Ｒandall Henning) 等也认为，国际制度间的

竞争状态很可能并不稳定，国际制度的演进趋势有可能会从竞争转向分工或进行等级

性排列。③

上述对国际制度间竞争的讨论其实已经将研究从竞争本身推入到竞争演进的阶

段。相较于早前的研究，其可贵之处在于指出了国际制度间竞争绝非国际制度间关系

的最终状态，同时指明了国际制度间竞争研究需要持续关注制度间关系动态演进的突

破方向。然而，相关研究对国际制度间竞争演进所做的讨论存在明显的“合作中心主

义”倾向。也就是说，在简单的“竞争—合作”二分法桎梏下，大多数研究将合作视为

竞争演进的唯一面向和最终状态，但忽视了其他演进方向的可能性，因此很难在经验

层面关注国际制度间竞争演进方向的多样性，也没有继续在学理层面分析国际制度间

竞争出现差异化演进的原因。有鉴于此，本文力求接续上述研究对国际制度竞争演进

的讨论，着重分析其演进的类型差异及生成逻辑。

三 国际制度间竞争演进的分析框架

既有研究表明，国际制度间竞争的状态并不稳定。国际制度间关系如果要从竞争

状态向其他状态进行转变，需要行为体在演进过程中发挥主要推动的作用，同时还需

要考察与之相关的各行为体的偏好和选择。相关研究“打开国际制度的黑箱”时发

现，国际制度主要由主权国家和由国际组织官僚所组成的秘书处构成。④ 由于它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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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治理与国际合作中的诸多议题上存在偏好差异甚至严重分歧，主权国家和国际官

僚之间的巨大张力也引发了学界关于国际制度自主性以及国际制度委托与代理关系

的大量探讨。① 然而，在看待国际制度间竞争的问题上，国际官僚与主权国家却具有

相似的偏好。从长期来看，两者都倾向于推动特定国际制度在互动关系中放弃与另一

国际制度的竞争，其原因主要有两点。

第一，国际制度间相互竞争的历程能够促使国际官僚修正对另一国际制度不友

善的认知，其行动有可能会逐渐背离它们原有的竞争性政策取向。由于热衷于追求

治理绩效而不是权力政治，国际官僚在应对复杂全球性挑战以及开展国际制度竞争

的过程中往往能够敏锐地发现，应对全球问题不力对自身合法性的冲击要远远大于

与之相竞争的其他国际制度。相反，如果与相关的国际制度进行合作将显著提升自

身的治理绩效与合法性。② 在“竞争—反思”或“失败—变革”机制的作用下，国际官

僚对其他国际制度及国际制度间竞争的认知逐渐出现了转变，往往无意再推行“地盘

战”以及标准与规范竞争等政策。③ 对于官僚自主性较低的国际制度而言，它们与其

他国际制度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权国家的偏好。即便如此，只要主权国家之

间不存在严重的地缘政治冲突，国际官僚就能较好地推动国际制度实现相互合作而

不是陷入持续的竞争境地。④

第二，主权国家政府在面对国际制度间竞争时更倾向于采取妥协或追随的政策，

这有助于淡化而不是激化国际制度间竞争。鉴于主权国家在综合国力及其在国际制

度塑造能力上的差异，本文将主权国家分为大国和其他国家两类。其中，大国对国际

制度及国际制度间关系具有很强的塑造力，也是“制度之战”的重要推手。⑤ 大国基于

自身战略考量会发起或推动国际制度间竞争，但在国际制度间竞争历经一段时间后，

大国也会根据国际局势的变化做出有利于缓和甚至避免竞争的妥协。⑥ 虽然建立新

·731·

■■■■■■■■■■■■■■■■■■■■■■■■■■■■■■■■■■■■■■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刘宏松:《国际组织的自主性行为: 两种理论视角及其比较》，载《外交评论》，2006年第 6期，第 104—111
页; 王明国:《国际授权与国际合作———国际关系学与国际法学关联研究的新探索》，载《国际政治科学》，2012 年
第 1期，第 114—120页; 戴伦·霍金斯等主编，白云真译: 《国际组织中的授权与代理》，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
宋亦明:《国际官僚与国际制度竞争退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 8期，第 90—93页。
余博闻:《国际组织变革理论的演进与启示》，载《国际政治研究》，2021年第 3期，第 52—55页。
Ｒichard Clark，“Pool or Duel?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Among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terna-

tional Organization，Vol．75，No．4，2021，pp．1133－1153．
李巍:《制度之战: 战略竞争时代的中美关系》，第 42页。
即便有学者聚焦于制度内竞争而不是制度间竞争，但仍能提供启发和教益。他们发现守成大国面对改

制压力在关键节点上会选择沉默甚至妥协，这意味着大国绝非一味追求制度内或制度间竞争。参见刘宏松、吴
桐:《国家间论辩、关键节点与国际制度改革》，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年第 9期，第 4—30页。



制度被视为大国进行制度间竞争的主要形式，但新兴大国为了实现成功的创制并保证

其有效性及合法性，往往会选择将其创立的国际制度嵌套进既有的国际制度体系中，

以此降低国际制度间竞争的烈度或者避免直接冲突。① 同样，守成大国及其盟国也不

会一味抵制新兴大国的建制行为，这是因为守成大国加入新成立的国际制度除了能够

享受相应的治理收益外，还能将“国际制度间竞争内部化”，将国际制度之间的竞争转

移至国际制度内部协调。② 因此，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在历经一段时间的国际制度间

竞争后，更可能围绕建制问题采取相互妥协的政策而不是继续强行推动高烈度的“制

度之战”。③ 相较于主导性大国，其他国家推动国际制度间竞争的行为较少且竞争烈

度也较低，它们的诉求在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后往往会选择追随大国参与全球治理而

不是继续推动国际制度间竞争。④ 总之，无论是通过自上而下的重组还是采取自下而

上的适应方式，主权国家都能够很好地缓和其参与的国际制度间的竞争关系，甚至能

使竞争关系转变为协调有序的关系。⑤

由于国际官僚与主权国家政府均无意持续推动国际制度间竞争，国际制度间

关系很可能从竞争状态逐渐演变为其他类型的状态。值得注意的是，国际制度间

竞争的演进过程并未遵循单一模式，其演进过程反而呈现出多样性。为厘清国际

制度间竞争的演进过程并探析其背后的驱动因素，本文对国际制度间竞争的演进

过程进行了类型化分析。⑥ 在亨宁、普拉特和埃尔斯特鲁普－圣乔瓦尼等研究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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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本文以国际制度的功能和等级这两个二分变量为基础，交叉得到国际制度之

间的四种关系( 见表 1) 。① 前文已经指出国际制度间竞争并非稳定的状态，本文认为

国际制度间竞争的演进会主要朝着三个方向发展。

表 1 国际制度间竞争的演进类型

国际制度等级
国际制度功能

功能不分化 功能分化

非等级化
国际制度间竞争
( 起始点)

国际制度功能分化
( 方向二)

等级化
国际制度等级化
( 方向一)

国际制度等级化且功能分化
( 方向三)

资料来源: 笔者自制。具体参见 C． Ｒandall Henning and Tyler Pratt，“Hierarchy and Differenti-
ation in International Ｒegime Complexe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Comparative Ｒesearch，”
https: / /www．peio．me /wp－content /uploads /2020 /01 /PEIO13_paper_66．pdf，访问时间: 2023年 7月 4日。

其一，国际制度等级化( 方向一) 。国际制度等级制体现的是国际制度之间地位

不对等的一种结构，具体表现为同一议题领域内的诸多国际制度对特定国际制度的单

向遵从。国际制度间关系从其他状态向等级状态的转变过程被称为等级化。相关的

等级制和国际制度研究认为，国际制度间存在非正式的等级关系。② 例如，杰西卡·

格林( Jessica F． Green) 对南极治理的国际制度进行研究后发现，相关国际制度的权

威出现了变化并且逐渐形成了等级关系。③ 如果同一议题领域内的国际制度间并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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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功能上的平等分工，但呈现出以单向遵从为主要特征的等级制结构的情况时，这

就意味着国际制度关系会朝着纵向的等级化方向演进。

其二，国际制度功能分化( 方向二) 。国际制度的功能分化是指国际制度之间逐

渐明晰其职能边界并且进行职能分工的过程。既有关于制度复合体的生命周期、动力

学以及“国际制度竞争退出说”等研究都涉及国际制度功能分化问题。这些研究表

明，同一议题领域内的国际制度间竞争在难以持续的背景下，国际制度会尝试明确其

边界或进行分工，以此避免各自在功能上的重复或雷同。这也在客观上促成了国际制

度之间的平等合作。① 如果同一议题领域内的国际制度间并不存在等级关系，但呈现

出明显的功能差异与平等的互动合作状态，这就意味着国际制度关系会朝着横向的功

能分化方向演进。

其三，国际制度等级化且功能分化( 方向三) 。国际制度的等级化过程和功能分

化过程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两者可以同时进行。也就是说，同一议题领域内的国

际制度既可以呈现出以单向遵从为主要特征的等级制结构，还可以呈现出功能上的分

化和分工，这就表明国际制度间关系会同时朝着纵向等级化和横向功能分化的方向

演进。国际制度间竞争的演进过程为何出现了三个方向的不同路径? 对这一问题

的回答有赖于对国际制度竞争类型及其相应效应的分析和理解。虽然本文旨在探

讨国际制度间竞争的演进逻辑，但考虑到国际制度间竞争与国际制度内竞争具有紧

密的联系和相互塑造的功能，因而需要对两者同时加以关注。既有研究表明，在议

题领域的自身特性和大国策略偏好等因素的共同影响下，不同议题领域会出现制度

竞争类型的分异。②

就议题领域的自身特性而言，网络外部性、议题复杂性和进入困难性从根本上

塑造了行为体对竞争类型的选择偏好。网络外部性是指边际收益伴随参与行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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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目的增加而增大的属性。如果议题领域越是需要依托同一制度平台，越是需要

遵照统一规范或标准并吸纳更多治理主体，那么其网络的外部性就越高。在网络

外部性高的议题领域，由于各行为体能够从集中和一致中获益，所以倾向于在单一

国际制度内进行互动和竞争。反之，对于网络外部性较低的议题领域，多个制度之

间的竞争则比较常见。① 议题复杂性直接影响了国际合作的不确定程度。② 较高的

不确定性有碍于履约和沟通，这会使主权国家行为体被迫创立大量的同类制度以对冲

不确定性，进而导致了制度间竞争。③ 与之相反，如果议题复杂性低，则容易引发更

多的制度内竞争。受制于历史遗产、技术特性和特定情境等因素，不同议题在进

入的困难性上存在明显差异。进入困难性越低意味着替代性国际制度越容易被

建立和发展，这使得该议题领域更容易呈现出制度间竞争状态。相反，如果进入

困难性较高，则意味着建立替代性国际制度的成本越高，这会导致该议题领域主

要以制度内竞争为主。④ 因此，议题领域的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对制度竞争类型的

选择方向。

就大国的策略偏好而言，大国对改制或建制的不同偏好会直接影响其制度竞争类

型的选择。俞晗之从战争冲突和科技发展等外生因素以及行为主体权力行使条件和

主体行为动机等内生因素分析了制度复合体的演变机制。外生因素使制度复合体易

于变动，内生因素则决定了制度复合体的演进方向，其中主体行为动机更是发挥了极

为关键的作用。⑤ 在诸多行为主体中，主权国家对制度间关系的影响最为显著，而主

权国家中只有少数实力雄厚和地位突出的大国能够对特定国际制度乃至整个全球治

理进程产生根本性影响。⑥ 因此，大国的动机考量以及受此影响所形成的对改制和建

制的不同策略偏好尤为值得关注。实际上，无论是在现有的国际制度框架内推动改制

还是建立替代性的新的国际制度，大国采取的改制或新建制度的方式都是其塑造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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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机制、机构乃至国际秩序的重要策略。① 当大国选择改制时，该制度所在的议题领

域很可能出现制度内竞争的情况; 当大国选择建制时，各制度往往会呈现出制度间竞

争的态势。

在议题领域自身特性以及大国国际制度策略偏好等因素的作用下，部分议题领域

的国际制度竞争主要表现为特定国际制度内部的竞争，另一部分议题领域则主要表现

为国际制度之间的竞争。因此，国际制度竞争的类型差异决定了国际制度间竞争的演

进方向与选择( 如图 1) 。

图 1 国际制度间竞争的演进方向及其成因

资料来源: 笔者自制。

首先，当议题领域先前的国际制度竞争主要表现为特定国际制度的内部竞争时，

该领域内的国际制度间关系会朝着等级化的方向演进。受大国国际制度策略偏好、议

题自身特性和治理议程演进等多种因素共同影响，诸多议题领域出现了“国际制度间

竞争内部化”的现象。对于存在国际制度间竞争却以国际制度内竞争为主的议题领

域而言，该领域内的国际制度间关系将不可避免地被居于核心地位的国际制度及其制

度内竞争所塑造。既有研究认为，制度内竞争的倒逼效应、集聚效应和加持效应有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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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特定的国际制度具备专家型权威、居间型权威和外溢型权威，而这些权威对于该国

际制度获得其他国际制度的单向遵从以及该议题领域内国际制度间形成等级关系都

至关重要。① 简言之，围绕特定国际制度展开的制度内竞争将促使其所在议题领域内

国际制度间的竞争状态演变为等级制状态。

其次，当议题领域先前的国际制度竞争主要表现为国际制度间竞争时，该领

域内的国际制度间关系会朝着功能分化的方向演进。虽然国际制度间竞争能在

一定程度上迫使不同国际制度提供更优质的专业服务，但国际制度间竞争的异化

效应也更加明显。② 这意味着国际制度间竞争可能会推动不同国际制度形成功能与

履行上的比较优势。③ 正是由于同一议题领域内不同国际制度的功能设定与制度

履行出现了分化，其先前存在的相互竞争也将结束，取而代之的是相互间的平等

合作。

最后，当议题领域先前的国际制度竞争兼有明显的国际制度间竞争和国际制度内

竞争时，该领域内的国际制度间关系会朝着等级化且功能分化的方向演进。对于部分

议题领域而言，国际制度间竞争与核心国际制度内的竞争都较为显著，因此国际制度

内竞争的倒逼效应、集聚效应、加持效应和国际制度间竞争的异化效应将同时产生影

响。其导致的后果是，这些议题领域内的多个国际制度将同时出现等级化且功能

分化的趋势。

相较于亨宁与普拉特的猜想，本文在探讨国际制度间竞争的演进方向及其差异成

因等问题上进行了探索。然而本文提出的分析框架是否有助于观察不同议题领域内

国际制度间竞争的复杂现实以及是否有助于理解其所呈现出的变化趋势，还需要在经

验现象层面进行检视。为此，本文分别聚焦于气候变化、能源治理和发展融资等领域

内国际制度间竞争演进的近况，并基于上述分析框架对国际制度间竞争的演进过程及

特征进行解释。作为全球治理与跨国合作的重要议题，气候变化、能源治理和发展融

资领域在过去 50多年时间里涌现了大量的国际制度，进而呈现出功能相仿、成员相近

和纷繁交叠的竞争关系。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早期的竞争状态，上述议题领域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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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制度间关系出现了明显变化。对此，后文将分别简述气候变化、能源治理与发展

融资三个议题领域内国际制度间竞争关系的演进类型，并基于上述分析框架对其演进

逻辑进行分析与检视。

四 气候变化与国际制度等级化

20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紧迫性的突显和国际社会对其关注

度的提升，该领域内的各类国际制度开始大量涌现。根据相关学者的统计，气候变化

领域内已产生了 13 类共计 80 个重要国际制度。① 此外，“国际环境条约”数据集显

示，截至 2023年全球已经达成 42个与气候变化直接相关的多边条约，仅联合国记录

在案的气候变化跨国倡议已经多达 190 个。② 面对气候变化领域国际制度的高速增

长现象，基欧汉等将其生动地比喻为“寒武纪大爆发”。③ 根据基欧汉等的描述，气候

变化领域的国际制度间长期呈现出混沌无序、杂乱交叠的竞争图景。④

新兴的国际制度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大量涌现引发了国际制度之间的交叠竞

争，但它们之间的竞争状态并不持久稳固。例如，在《京都议定书》签署后，以美

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为代表的“伞形集团”对履行大规模减少碳排放的严苛约

束保持消极态度。⑤ 自 2003 年起，美国相继牵头建立了氢能经济国际合作伙伴计

划( IPHE) 、碳封存领导人论坛( CSLF) 、甲烷市场化合作伙伴计划( MMP ) 、亚太清

洁发展与气候新伙伴计划( APP ) 和主要经济体能源和气候论坛( MEF) 等俱乐部式

国际制度，试图通过新国际制度及其竞争性的气候议程设置来削弱《联合国气候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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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框架公约》。① 然而，即便受到美国的加持，美国主导的上述国际制度仍未能对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构成实质性挑战，原因在于美国过度重视对竞争性气

候议程的设置，未在区分“南北责任”、推动出台具有约束力的条约和设置可操作的

目标与时间表上做出实质性贡献。因此，这些原本被寄予厚望的国际制度往往沦

为部分国家阐释其气候谈判立场的“清谈馆”，其象征性意义已远大于功能性价值。

由此可见，气候变化领域的国际制度间竞争并非稳定的常态结构，而是具有明显的

暂时性和象征性特征。

进入 21世纪，气候变化领域的国际制度表现出等级化趋势，目前已经形成了以联

合国为核心的等级体系。② 董亮认为，“在众多机制和进程中，联合国引领的国际气

候机制是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首要制度安排”。③ 在当前“政治谈判+科学评估”

的气候变化治理结构中，联合国及其附属机构扮演了旗手角色。④ 联合国的作用主要

表现在两方面: 其一，作为联合国框架下的重要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由

于发挥着制定根本性原则、设定宏观目标、向成员方施加压力、设置议程、推动发达

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气候资金援助和提高气候政策透明度的职能而被视为当前气

候变化领域无可替代的核心制度。⑤ 另外，《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组织

的年度缔约方大会也被视作极其重要的多边谈判平台。肯尼思·阿博特( Kenneth

W． Abbott) 与福德在对混合制度复合体的讨论中指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是其所在议题领域的‘执牛耳者’，其他国际制度需要向其寻求权威性规范、信息

和指导”。⑥ 其二，由世界气象组织( WMO) 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UNEP ) 共同筹建的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通过提供评估报告来为气候谈判提供科学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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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合法性，就科学性和权威性而言较其他国际制度更具说服力。① 如果从平台和信

息两方面加以检视，联合国框架内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 IPCC 明显地获

得了该领域内其他国际制度对它们的单向遵从。

气候变化领域纷繁复杂的国际制度间竞争之所以逐渐转变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

等级化结构，其不容忽视的原因在于该领域制度竞争在过去 30 余年里的主要竞争形

式是围绕联合国框架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透明度原则、减排模式、减排目

标和资金支持等具体问题而展开的制度内竞争，很少在国际气候制度之间竞争。② 如

果向前追溯，联合国框架内的制度竞争源于气候变化领域极高的网络外部性。例如，

各国在减缓气候变化问题上需要明确，是采用具有严苛约束力的“自上而下”减排机

制，还是采取国家自主贡献且灵活性更强的“自下而上”减排机制。③ 如果各国在分散

的制度平台上自行协调而采用各自提出的减排标准，那么“集体行动的困境”将无法

避免，全球性减排机制的确立根本无从谈起。④ 同样，气候变化程度的判定、气候变化

真实性的评估、资金的筹集与发放配额的商定以及气候谈判议程的设置等都高度依

赖统一的平台和标准，而这些问题都是气候变化领域高网络外部性的外在表征。由

此可见，由于各国明显受益于对统一协调平台的参与、对一致的规范标准的遵照、对

集体行动的相向而行，因此也更倾向于在单一国际制度内解决问题，而覆盖所有主

权国家的联合国则是各国最佳的制度合作平台和关系协调场域。随着国际制度数

量的激增，气候变化领域虽然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国际制度间竞争，但该议题领域极

高的网络外部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以联合国框架为核心的国际制度内竞争是主要的

竞争形式。

气候变化领域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制度内竞争也对后续的国际制度间关系产

生了三方面的塑造作用: 其一，制度内竞争产生的倒逼效应有助于提高联合国的专家

型权威。联合国在气候变化领域的专家型权威既非天然形成也不是“自我实现”的，

而是在回应各国的改制诉求和竞争性监管中坚持提升专业水平后才逐渐获得的。例

如，IPCC 发布的前四次报告饱受数据失真、模型谬误、操纵分析和科学腐败等大量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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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和严厉声讨。① 为达到成员方对提升评估报告真实性和科学性的要求，一方面，

IPCC对工作标准和研究过程进行了全面改革; 另一方面，IPCC 从国籍、学科和身份等

角度出发大幅拓展了报告执笔人和审稿人的代表性和多样性，以便能更好地对报告内

容进行互证。② IPCC所发布的第五次和第六次报告在引证资料、呈现事实、语言表述

以及客观性等方面都有明显提升，由此也获得了更多的赞誉和肯定。③ 不难发现，制

度内竞争迫使 IPCC 改革并提供了科学性更强的专业信息，有助于其提升专家型

权威。

其二，由制度内竞争产生的集聚效应使联合国具备了居间型权威。《联合国气

候变化框架公约》和 IPCC 分别拥有 196 个和 195 个成员方，各国对《联合国气候变

化框架公约》和 IPCC 的关注度和参与度远高于气候变化领域内其他国际制度。④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得到了各缔约方的集体授权，其所组织的年度缔

约方大会也是目前最为重要的多边信息交换平台。⑤ 即便各个国家、不同气候集团

以及多个国际制度在历年的缔约方大会上不可避免地出现马拉松式的激烈辩论，

但它们均能基于该平台宣介自身对气候变化的认知并了解其他行为体的谈判立

场。⑥ 例如，那些既无雄厚资金支持也无技术主导优势、更缺乏议程设置能力的小岛

屿发展中国家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作为重要平台，多次阐述气

候变化对它们造成的毁灭性影响，博得了大多数国家的广泛同情和支持。⑦ 无论是

对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还是对其他国家和国际制度而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扮演了当前应对气候变化网络中独一无二的“中间人”角色，因此也具备了居间型

权威。

其三，由制度内竞争产生的加持效应为联合国带来了外溢型权威。即便联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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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下的气候治理进程经常与美国、中国和主要欧洲大国的政策偏好不一致，但这

些国家均未实质性地采取另立门户的行动，而是继续留在联合国框架内进行协调以

应对气候变化，这意味着联合国实际上得到了上述大国的多重加持。① 例如，美国虽

然因先后退出《京都议定书》与《气候变化巴黎协定》而被视为全球气候治理进程

的破坏者，但美国并未退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还力促 IPCC 进行科学性

改进并主导了透明度等议题的谈判进程，美国仍是联合国主导气候治理进程中的

重要力量。大国的高度关注和积极参与赋予联合国额外的权威。② 这意味着大国

在主权国家层面上的权威共同外溢到了联合国，使联合国在气候变化领域获得了外溢

型权威。

综上，联合国框架下的制度内竞争具有倒逼效应、集聚效应和加持效应，这些效应

也分别为其带来了专家型权威、居间型权威和外溢型权威。虽然气候变化领域在过去

半个世纪的时间内不断涌现大量相互竞争的国际制度，但该领域的国际制度自 21 世

纪起逐渐对联合国形成了明显的遵从，气候变化领域内的国际制度间竞争转向了纵向

的等级化。

五 能源治理与国际制度功能分化

20世纪 50年代以来，能源治理领域涌现出大量交叠竞争的国际制度。能源禁运

引发的供应扰动、能源金融化导致的价格异动以及能源“去碳化”带来的产业转型均

产生了对全球治理的巨大需求，进而掀起了能源国际制度的多轮筹建浪潮。本杰明·

索瓦库尔( Benjamin K． Sovacool) 等梳理了构成能源治理核心构架的 6 大类共计 42

种国际制度。③“国际环境条约”数据集的统计显示，截至 2023 年年初，全球已经达成

135个与能源治理直接相关的多边条约。④ 基欧汉等分析了过去半个多世纪能源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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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制度的兴衰以及制度复合体碎片化等问题。① 具体而言，包括国际能源论坛
( IEF) 、国际能源宪章组织( ECT) 、天然气出口国论坛( GECF) 、国际可再生能源署、

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下属的国际能源署( IEA)

等在内的数十个颇具影响的国际制度长期活跃在能源治理领域并展开激烈竞争，其

演进方向值得关注。

能源治理领域新兴国际制度的大量涌现导致国际制度间的交叠与竞争，但这种

状态也并不持久稳固。相较于竞争性地设置能源治理议程以及推动“地盘战”所取

得的有限成效，上述国际制度在统筹各国合力应对第二次石油危机、协调石油日供

应配额、提供前瞻性分析报告以及回应清洁能源转型等方面的治理效果并不理想，

这使得制度间竞争受到成员方的严厉批评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功能履行的不

足与运行绩效的低下意味着上述国际制度在运转中存在低效与失效的问题，而提高

其自身有效性较相互竞争更为根本和迫切。因此，美国和国际能源署的国际官僚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不再热衷于推动针对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制度间竞争，在 2009 年也

失去了针对国际可再生能源署开展“地盘战”的兴趣。② 同样，对于石油输出国组织

和国际可再生能源署等其他国际制度的主导国和国际官僚而言，他们也明显丧失了推

动各自主导的国际制度与另一国际制度竞争的抱负与动力。显然，国际制度间竞争在

能源治理领域并不是稳定的常态结构，而只是一个短暂的过程。

21世纪以来，能源治理领域的国际制度出现了功能分化的趋势。例如，分别作为

能源出口国代表的石油输出国组织和作为能源进口国代表的国际能源署自 1974 年起

实际上形成了势如水火的“能源冷战”。双方的高级别官僚在近 30 年时间里从未接

触过，在技术层面上的沟通也因分歧无果而终，它们分别推行各自的“提价保值”战略

和反垄断战略，都试图削弱对方在国际能源市场中的影响力。③ 然而，在面临迅速突

显的能源安全风险、气候变化加剧和市场调节失灵等挑战时，石油输出国组织和国际

能源署却很难通过自身的单独行动来应对。双方的国际官僚也意识到挑战并不是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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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Ｒafael Biermann，eds．，Palgrave Handbook of Inter－Organizational Ｒelations in World Politics，London: Pal-
grave Macmillan，2017，pp．595－600．



自对手，治理绩效不彰才是对自身有效性和合法性的真正挑战。① 自 2002 年起，石油

输出国组织与国际能源署不仅先后实现了高级别官员互访，还通过建立超越集团界限

的国际能源论坛、分享各自掌握的能源数据和发展展望并结合自身优势实施相向的干

预措施等方式来维护能源市场的稳定。② 可以说，石油输出国组织与国际能源署的制

度间关系从冷战式竞争转变为密切的分工合作。

与之类似，作为传统能源国际制度代表的国际能源署和作为新兴能源国际制度代

表的国际可再生能源署也实现了从竞争激烈的“地盘战”到互相分工合作的转向。

2006年，国际可再生能源署尚处于筹建阶段，国际能源署就表达了“国际可再生能源

署无须建立”的不友善言论并试图阻止国际可再生能源署的成员国加入国际能源

署。③ 成立后的国际可再生能源署与国际能源署在能源治理的路径选择以及具体项

目的主导权上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形成了两类平行的可再生能源治理体系。④ 随着全

球可再生能源治理进程的推进，国际能源署与国际可再生能源署的国际官僚开始从功

能视角而不是从政治视角来理解对方的行动，两者自 2011 年开始逐渐停止了相互的

“地盘战”转而进行分工与合作。⑤ 此后，国际能源署与国际可再生能源署基于各自优

势，整合性地建立了全球可再生能源政策措施数据库，共同推动了“人人享有可持续

能源”项目的进展并合作建立了组织联合会议与技术性工作坊，形成了“补充与被补

充”的紧密合作关系。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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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治理领域的国际制度间竞争之所以能逐渐转变为合作分工，除了前文提及的

国际官僚认知发生转变这个因素，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在于能源制度之间的竞争在

过去 30余年里是该领域制度竞争的主要形式。如果向前追溯，能源制度之间的竞争

肇始于该领域较低的网络外部性、较高的议题复杂程度以及大国基于国家安全考量而

选择的建制策略。就网络外部性而言，能源贸易的临近性和区域性使得与能源相关的

诸多治理议题具有更强的地区属性，各国长期存在对全球性统一平台和标准的需求缺

口，全球性协调机制并未建立起来。如天然气出口国论坛、石油输出国组织和国际能

源署等组织的成员只涵盖了小范围内的主权国家，其治理政策协调也并非由同一标

准、规范来约束和驱动，这意味着该领域具有较低的网络外部性。①

就议题复杂程度而言，能源治理领域的核心目标明显多于其他议题领域，因此

能源治理很难有一个明确的核心目标。维护能源安全、稳定能源价格、平衡能源供

需、推进能效提升和实现清洁能源转型等都可以被视为能源治理领域的核心目标。

能源治理领域的议题可谓目标多、范畴广和议程杂，这意味着该领域议题复杂程度

较高。较高的不确定性不利于履约的沟通，这往往会使主权国家被迫在能源治理领

域内创立大量的同类制度来对冲其不确定性，进而导致该议题领域内制度间竞争成

为主流。

就大国国际制度策略偏好而言，美国出于维护国家安全的考量选择了建制策略。

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能源署在其筹建阶段就拉开了能源治理领域制度间竞争的序幕。

在第一次石油危机期间，美国认为高涨的石油价格与短缺的石油供应严重损害了其能

源安全利益，需要尽快遏制产油国与石油输出国组织在能源领域如日中天的影响

力。② 基于这一考量，美国很难在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框架内与其他阿拉伯产油国进行

对话并推行改制策略。相比之下，美国、日本和主要西欧国家共同组建一个以石油消

费国集团为主体的国际能源制度便成为其更为可行的选择。在美国的推动下，被视为

“能源北约”的国际能源署于 1974年成立，并在应对能源危机和遏制石油输出国组织

的市场影响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说，美国为维护其国家安全选择了建制策略，

而国际能源署的成立也使能源领域一度出现了两个主要国际制度分庭抗礼的竞争

局面。

在上述三方面因素的共同影响下，能源治理领域主要制度间竞争成为制度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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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导形式，进而在后续产生了异化效应。实际上，由制度间竞争产生的异化效应虽

然没有使任何能源国际制度获得权威，但推动了各能源国际制度在功能上出现了错位

发展的趋势。① 以提供专业信息为例，国际能源署在 20 世纪 90 年代之前曾专注于提

供国际石油市场的供需、价格和技术等信息分析，但这与石油输出国组织提供的专业

信息具有明显相似性; 在 20世纪 90年代之后，国际能源署侧重于石油市场展望和其

他非石油能源的技术和市场分析，形成了不同于石油输出国组织在专业信息上的比较

优势。② 同样，在面对国际可再生能源署的竞争时，国际能源署曾试图提供关于可再

生资源的综合性分析，但最终还是选择弱化它在这一分支领域的专业信息投入，因此

与国际可再生能源署形成了错位发展的趋势。总之，国际制度间竞争使得能源治理领

域的主要国际制度更加注重信息供给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也为能源国际制度开展分

工合作奠定了基础。③

综上，能源治理领域的制度间竞争产生了显著的异化效应。一方面，异化效应意

味着该领域内主要国际制度并未获得明显的权威，而权威的缺乏会导致对特定国际制

度遵从的缺失，能源治理领域的国际制度间竞争因此也并未朝着等级化的方向演进;

另一方面，得益于职能划分和功能履行的差异化发展，该领域内主要国际制度之间逐

渐停止了高烈度的能源冷战和“地盘战”，在过去十余年里通过密切分工与合作的方

式共同推进了能源治理的进程。显然，受制于制度间竞争的异化效应，能源领域内的

国际制度间竞争转向了横向的功能分化。

六 发展融资与国际制度等级化且功能分化

20世纪 50 年代中期，发展融资领域先后出现了以多边开发银行为代表的几十个
国际制度，继而成为制度碎片化最为明显的领域之一。国际复兴开发银行( IBＲD) 成

立后，发展融资领域国际制度的筹建与发展明显进入了快车道，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欧洲开发银行( EBＲD) 、美洲开发银行( IDB) 、非洲开发银行( AfDB) 、亚洲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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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 ADB) 和东南非贸易与开发银行( PTA) 等地区性开发银行先后创建。① 其二，类

似阿拉伯经济社会发展基金( FADES) 和安第斯共同体( CAN) 等发展融资机构、基金

和倡议大量涌现。② 其三，新兴大国倡导和推动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AIIB ) 、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 NDB) 和欧亚开发银行( EDB ) 等陆续创立，这些国际制度重

新塑造了发展融资领域的格局。1993 年，发展融资领域的国际制度数量大致为 25

个，但在 2021 年，仅国际多边开发银行至少就有 28 个，其他国际制度更是不计其

数。③ 与国际制度数量增加相伴随的是，该议题领域内国际制度出现了密度提升与

交叠竞争状态的常态化，“争取影响力”成为该领域国际制度的重要特征与行动的

底层逻辑。④

就发展融资领域而言，国际制度的大量涌现使国际制度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交叠

与竞争，但这种状态也并不持久稳固。例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被部分西方学者

认为是世界银行的主要竞争者，由于两者在职能设置上存在交叠，美国对亚洲基础设

施投资银行持抵制态度，试图促使世界银行加大对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竞争。然

而，基于提高自身有效性的考量，世界银行的国际官僚并未追随美国的抵制性政策。

2014年，时任世界银行行长的金墉( Kim Yong) 在回应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创立

及其对世界银行的挑战时就明确指出，世界银行的最大对手是贫困而不是其他国际制

度。⑤ 此后，世界银行还在组织运转、雇员流动和项目实施等诸多技术性议题上为亚

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提供借鉴和便利。与此同时，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在筹建亚洲基础

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的过程中尽可能地保持了其成员资格的开放性

和投票权力的非集中性，通过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嵌套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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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的多边开发银行体系中的方式以缓和国际制度间竞争。① 由于国际官僚与大部

分主权国家往往缺乏持续推动国际制度间竞争的动力，发展融资领域的国际制度间竞

争因此也并非稳定的常态结构，其竞争只是暂时性现象。

近年来，发展融资领域的国际制度出现了既等级化又功能分化的趋势。一方面，

该领域形成了以世界银行为核心的非正式等级结构。有学者指出，世界银行历经 75

年的发展和变迁后已成为整个发展融资制度复合体中规模最大和最具影响力的国际

制度。② 换句话说，世界银行与新创立的国际制度之间虽然会发生“地盘战”，但这种

高烈度的制度竞争并未阻碍世界银行获得新国际制度的单向遵从。③ 另一方面，发展

融资领域的国际制度间出现了功能分化的趋势。相较于早期在发展融资项目上的重

叠与雷同功能，近年来世界银行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等提供的融资高度聚焦于社会支

出，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提供的融资则明显侧重基础设

施建设。④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有学者观察到新兴多边开发银行的创立虽然会带来权

力性挑战和制度性竞争，但所谓的“挑战者”和“竞争者”其实与既有国际制度之间也

存在高度互补和分工的关系。在他们看来，新创立的多边开发银行带来的挑战和竞争

是有条件的和有限的，而互补与分工是制度间关系的主流。⑤

发展融资领域的国际制度间竞争之所以朝着既等级化又功能分化的结构方向转

变，其原因在于在世界银行内部的竞争以及不同多边开发银行之间的竞争均为该领域

制度间竞争的主要形式，两者各自的效应共同塑造了该领域内国际制度间关系的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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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① 如果向前追溯，这种兼具制度内竞争和制度间竞争的情形既发轫于该领域较

低的网络外部性，又源于大国基于改变国际权力分配失衡的考量而选择的建制改制的

混合策略。一方面，亚洲开发银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

发展融资领域较低的网络外部性。② 发展融资领域对制度平台和标准的同一性需求

并不迫切，分散性而不是集中性行为更有助于成员方获益，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该

领域的制度间竞争。另一方面，大国的考量及其策略选择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普拉

特认为，主权国家层面权力分配的失调更容易导致其选择建立新的发展融资国际制

度，而在国际社会中面临权力分配不公的中国选择创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

国家新开发银行来进行制度竞争，进而实现更公平合理的权力分配。③ 为了更好地实

现这一目的，中国采取了改制与建制并行的混合策略。有学者指出，中国倡议筹建的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推动了世界银行的改革，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的建立有助于倒

逼欧美国家主导的多边发展融资体系进行改革。④ 可以说，中国为改变国际权力分配

失衡所采取的改制与建制的混合策略使得改制与建制互为表里，出现了制度内竞争和

制度间竞争并行的结果。

发展融资领域出现的兼具制度内竞争和制度间竞争的演进模式从四方面对国

际制度间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 其一，由制度内竞争产生的倒逼效应有助于提高世

界银行的专家型权威。世界银行自成立以来历经了数次结构性调整，但这些改革

始终囿于 1944 年颁布的《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和 1980 年实施的《国际复兴开

发银行附则》而止步不前。对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国际经济秩序和“华盛顿共识”的

僵化维护已明显拖累了世界银行的改革步伐。2005 年，二十国集团就表达了对世

界银行的不满并首次提出了改革路线图。⑤ 世界银行因其制度有效性问题而饱受质

疑，世界银行应成员方要求自 2009年起开启了多轮改革，在投票权份额、反腐败和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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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实施等多个领域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结构性调整。① 其中，世界银行在信息披露方

面的改革较为彻底，为公众打开了其日常运转的“黑箱”。信息的公开与披露有助

于倒逼世界银行为公众提供更为可靠、更为科学的服务和信息，世界银行也由此获

得了专家型权威。

其二，由制度内竞争产生的集聚效应使世界银行具备了居间型权威。世界银行的

可持续发展融资政策虽然是相对琐细的技术性议题，但能很好地展现出相关争议并引

发非洲相关国家的关注，进而积极参与世界银行事务。2006 年，世界银行在美国的推

动下实施了非优惠借款政策，试图通过惩罚性政策迫使非洲国家不再接受来自中国的

低成本融资，但遭到非洲相关国家的抗议和抵制。② 在新兴援助国和非洲国家的持续

抗争下，世界银行被迫于 2010年对该政策进行了修改，也对主权国家债务限额的设定

与发展援助项目做了调整，使其更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并兼顾不同国家的差异

性特点。③ 在此期间，新兴援助国和非洲国家在世界银行的框架下持续关注和推动了

对非优惠借款政策的修改和完善并广泛参与世界银行的其他事务。这种关注度和参

与度的提高也强化了世界银行作为信息交换平台“中间人”的角色，使其获得了居间

型权威。

其三，由制度内竞争产生的加持效应为世界银行带来了外溢型权威。在世界银

行的运行中，美国对增加新兴经济体的股本和相关组织改革等议题采取了拖延策

略，但中国并未选择美国常用的退出或威胁退出等粗暴方式对世界银行施压。相

反，中国在世界银行内部持续推动其在审批程序和问责机制方面的改革，同时也通

过支持增资计划来提高世界银行的放贷能力。④ 中国在世界银行内部推进其改制议

程的同时，还在人力和经费上为世界银行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不仅为其输送了大量

技术人才，还为世界银行实现在 2030年将放贷能力提升至 1000亿美元的愿景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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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资金支持。① 作为新兴大国的中国对世界银行的支持也有助于世界银行获得

外溢型权威。

其四，由制度间竞争产生的异化效应推动了各个多边开发银行在功能上的错位发

展。世界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虽然在客观上存在竞争关系，但为了避免在功

能上出现交叠和无谓竞争，两者在 2016年 4月签署了第一个联合融资框架协议，之后

更是在功能发挥上出现了明显的差异化发展方向。就聚焦领域而言，亚洲基础设施投

资银行将业务重心放在基础设施建设融资领域，主动控制并减让了传统多边开发银行

擅长的项目融资。② 就项目操作而言，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明显有别于世界银行通

过“政策换贷款”的方式推进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政治与经济附加条件，较少在项目

中附加严苛的市场化改革条款，由此大幅拓展了发展融资项目在发展中国家中的可覆

盖程度。③ 显然，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在许多方面已经从世界银行的竞争对手转

变为合作伙伴”，并且与世界银行“形成了制度间的分工”。④ 得益于日渐明晰的互补

性和差异性发展取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不仅与世界银行、非洲发展基金( ADF)

和美洲投资公司( IAIC) 等签署了融资备忘录，还与亚洲开发银行和伊斯兰开发银行

集团( ISDB) 等机构开展了在融资项目上的合作。⑤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与世界银

行只是新兴多边开发银行与传统多边开发银行的缩影，近年来伴随着制度间竞争的演

进，这两类多边开发银行在融资项目等多个方面呈现出的分化和互补之势已是不争的

事实。⑥

总体来看，世界银行内部的制度竞争导致制度演进过程中出现了倒逼效应、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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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和加持效应，也为国际制度获得专家型权威、居间型权威和外溢型权威创造了条

件。发展融资领域在过去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涌现出大量相互竞争的国际制度，但该领

域的国际制度都在不同程度上对世界银行形成遵从并出现了等级化趋势。此外，传统

多边开发银行与新兴多边开发银行的制度间竞争具有显著的异化效应，进而在功能履

行和项目侧重上出现了差异化的发展态势。该领域内传统多边开发银行与新兴多边

开发银行之间的“地盘战”均相对短暂并迅速形成了更为明显的分工与合作。总之，

受制于制度内竞争和制度间竞争的相关效应，发展融资领域内的国际制度间竞争正朝

着既等级化又功能分化的方向演进。

七 结论

经验现象与学理推演表明，国际制度间竞争并不是稳定的常态结构而只是暂时性

现象。当前绝大多数关于国际制度竞争、制度复杂性、互竞的多边主义和国际制度碎

片化的研究不仅难以观察到国际制度间关系从竞争状态向其他方向演进的现象，而且

更难以在学理层面对其进行探讨和解释。对此，本文在借鉴制度复合体的生命周期理

论及其动力学框架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尝试分析并总结了国际制度间竞争的演进方

向及发展逻辑。

本文发现，国际制度间竞争的状态很难长期持续，国际制度间关系将分别朝着等

级化、功能分化以及等级化且功能分化三个方向演进。不同议题领域国际制度间竞争

的演进方向之所以出现上述分异，其原因在于受制于议题领域特性和大国制度策略偏

好。不同领域内主要的国际制度竞争会朝不同方向演进: 当议题领域先前的国际制度

竞争主要表现为特定国际制度的制度内竞争时，该领域内的国际制度间关系将朝着等

级化方向演进; 当议题领域先前的国际制度竞争主要表现为国际制度间竞争时，该领

域内的国际制度间关系将朝着功能分化的方向演进; 当议题领域先前的国际制度竞争

兼有明显的国际制度间竞争和国际制度内竞争时，该领域内的国际制度间关系将朝着

等级化且功能分化的方向演进。

本文有待进一步完善之处主要有五点: 其一，由国际制度功能以及国际制度等级

这两个变量构建的二维类型化框架较为粗糙，无法对功能分化和等级化程度进行更精

细的考察。其二，上述类型化框架及相应讨论未系统阐述等级化和功能分化的复杂状

态以及二者成因的多因性和条件性问题，也未回应单个国际制度的僵化、消亡和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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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间的同化等问题，仍只是一种“理想类型”。① 其三，对气候变化等不同议题领域

国际制度间竞争演进的讨论仅限于宏观的描述性分析，未能遵照案例选择、比较分

析和过程追踪的要求进行因果机制检验和实证性分析。其四，由于治理议程的变

迁和主权国家国际制度战略选择的转变，部分议题领域内的国际制度间关系历经

功能分化和等级化之后又可能会出现新的国际制度间竞争。换句话说，国际制度

所形成的等级状态与分工合作状态可能同样不够稳定，本文的分析框架尚不足以

对此提供解释。其五，大国权力的竞争及其制度策略的偏好很可能是一个常量而

不是本文所述的变量。在这一常量的影响下，关键议题领域内的国际制度间竞争

究竟能否按照本文分析框架的预期出现演进仍有待观察，同时其过程及特质也会

比本文提出的理想化类型复杂得多，以上问题及不足则有赖于后续研究对其加以

弥补或修正。②

( 截稿: 2023年 7月 责任编辑: 赵远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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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stitutional complex． Different institutional solutions have different interests and
preferences，so it is necessary to analyze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the institutional com-
plex，seek the ideal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reform the existing institutional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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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ion goal of mutual benefit and win-win results within the institutional comp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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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es，social network analysis
【Authors】Wang Mingguo，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Government Management，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Zhu Xingyu，Master’s Student at the
School of Government Management，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After Competition: The Evolutionary Logic of Competition Among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Song Yiming Li Bing ( 129)

【Abstract】Inter-institutional competition is not a stable normal structure but probab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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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ly a temporary phenomenon． So，this paper tries to explore the evolutionary logic of
inter-institutional competition． It can be found that both international bureaucracy and
sovereign governments have no intention to continuously promote inter-institutional com-
petition because inter-institutional competition does not help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
ness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By establishing a typological framework for the evolu-
tion of inter-institutional competition and examining the inter-institutional competition in
the areas of climate change，energy governance，and development financing，this pa-
per finds tha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 given issue area and the institutional strategy
preferences of great powers determine the typ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al competition．
Besides，the prior type of mai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al competition in a given issue
area may shape the subsequent evolution direction of inter-institutional competition．
Specifically，the inter-institutional relations will evolve towards hierarchization when the
former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al competition in a given issue area is mainly manifested
as the intra-institutional competition among specific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The inter-
institutional relations will evolve towards functional differentiation when the former in-
ternational institutional competition in a given issue area is mainly manifested as inter-
institutional competition． The inter-institutional relations will evolve towards both hierar-
chization and functional differentiation when the former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al compe-
tition in a given issue is manifested as both intra-institutional competition and inter-in-
stitutional competition． In conclusion，by reviewing the competition among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from a dynamic perspective， illustrating its temporary nature，and explai-
ning its evolution logic，this paper expands the research agenda in this field to a new
category of“after competition”．
【Key Words】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 competition， evolutionary logic， hierarchization，
functional differentiation，institution complexity
【Authors】Song Yiming，Lecturer at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Ｒelations and Diploma-
cy，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Li Bing，Assistant Ｒesearch Fellow at the Na-
tion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y，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461·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 No．11，2023
■■■■■■■■■■■■■■■■■■■■■■■■■■■■■■■■■■■■■■


